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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和思想交流的工具；然而，当我们所处的社会从非真即伪的现代模式进入多元

复杂的后现代阶段时，语言也更明显地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以及构建社会事实和身份的手段。于是，“话语”
较之“语言”得到了高频使用，社会语言学家也不满足于分析语言来判断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和意图，而是热衷
于摆脱这种“语言反映”论的束缚进入“话语建构”论的领地，为语言使用者提供可利用的话语策略和有价值的
话语咨询。这虽然有些像古典修辞学为演讲者提供修辞支持，但现在毕竟不是两千年前的世界了。
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扩展和传播方式的增多，传播主体的多样和传播速度
的加快，语言已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工具，而是一个无时无处无所不在的可以利用的资源。广义的话语分析
也好，狭义的批评话语分析也好，都对话语以及与话语搅在一起的权力、机构、意识形态、身份等问题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修辞学也不例外。《当代修辞学》2014 年第 6 期刊载的李红满和王哲对近十年西方修辞学研究论文
的统计表明，“话语”作为高频高中心度关键词紧随“修辞”之后，为“政治”、“权力”、“身份”等词尾随，呈现出修
辞与话语联姻的跨学科研究态势。
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话语与修辞”栏目选登田海龙《新修辞学的落地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起》，初步

探讨了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在思想渊源、研究课题及语言思想等方面的共同特征。赵芃《学雷锋活动中的
修辞———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论辩策略》将“学雷锋活动”作为修辞事件，通过分析两组跨度 50 年的《人民日
报》学雷锋社论和评论中的修辞策略，揭示了学雷锋活动 50 年既延续又具有各时期历史特点的话语动因。相信
这两篇文章的初步思考和研究尝试会引发更多探索话语与修辞界面的研究成果。

提 要 新修辞运动与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重新认识源于后现代主义

思潮对科学和理性的反思，也是语言学家较社会学家研究社会问题时更注重进行扎根的、具体的、详
细的文本分析的结果。从修辞学与哲学围绕真理和认识等问题的争论入手，通过深入讨论新修辞学
在跨学科性、批评性和语言分析性三方面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以及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
语言思想和研究课题两个方面的共同点，本文旨在引发对后现代主义视域下语言研究更深入的思

考，推动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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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中叶的北美大陆，以伯克（Burke）为代表的新修辞运动修正了把修辞看作演说

和写作的附加物或添加剂的观点，认为修辞活跃和制约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知识与现

实的产生。在新修辞学试图将修辞更紧密地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在欧洲大陆，范代
克（van Dijk）、费尔克劳（Fairclough）和沃达克（Wodak）等语言学家正酝酿发起批评话语分析运
动，试图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现象，进而认识话语对身份的

建构、对事实的折射以及对社会活动的参与作用。在对新修辞学的评价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新
修辞学没有值得称道的理论建树（如刘亚猛 2008）；然而，这或许是新修辞学俯身向下做实际

研究的一个证明（谭学纯 2014，高万云 2014），而这种“落地”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批评话语
分析的兴起，形成美洲与欧洲学者开拓语言与社会研究的一种呼应与互动。
新修辞运动与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重新认识源于后现代主义思

潮对“科学”和“理性”的反思，也是语言学家较社会学家研究社会问题时更注重进行扎根的、
具体的、详细的文本分析的结果。本文中，我们将通过讨论修辞学与哲学关于“真理”和“认识”
等问题的争论，进一步认识新修辞学运动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系；通过讨论新修辞学在跨学科

性、批评性和语言分析性三个方面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进一步认识新修辞运动俯身向下、
扎根具体话语分析的特征。最后，我们将讨论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语言思想和研究课
题两个方面的共同点，借此认识二者基于语言学话语分析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特征。这些
讨论或许对进一步考察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语言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修辞学的发展及与哲学的争论

在西方学术界，修辞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等时期，之后进入当代
修辞学的繁荣时期。纵观西方修辞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它与哲学围绕真理、知识、语言等问题
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可以说，正是这不断的争论推动了西方修辞学的发展。
例如，在古希腊修辞学中，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的修辞术与柏拉图辩证术的争论第一

次使修辞学形成系统。根据温科学（2006：4）的研究，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哥拉认为“人是一
切事物的尺度”，每一个人所感知的世界只能是透过他自己的感觉所体验到的世界。这实际上
表明了智者派对真理的看法：既然每个人的感知能力和方法各不相同，对同一现象的认识便

可见仁见智。因此，所谓真理的概念就值得怀疑，容许争论，而绝对真理则更是不太可能的，甚
至是根本不存在的。对此，柏拉图提出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修辞忽视真理知识，仅是讨好观众
的美辞。这样，辩证术的真理原则与修辞术的可能性或可信性原则形成冲突：柏拉图的辩证术
关心“认识（episteme）和真理”，而普罗泰哥拉的修辞术关心“舆论”及信念和个人意见。这一围
绕真理与认识的争论，为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的思想和智者派的传统结合起来提供了契机

（温科学 2006：4），而亚里士多德将哲学和实用主义综合在一起的努力第一次使西方修辞学形

成统一的体系。
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西方修辞学发展的古罗马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例如，在文艺复兴

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推崇修辞艺术，认为只有通过语言人类才取得通向世界的途径，因而

人类世界是通过语言建构的世界而不是自然的世界。与此针锋相对，理性主义寻求客观的、科
学的、永恒的真理，认为演说在艺术上是愉悦人的，与科学和真理没有关系。于是，修辞学在理
性主义者看来只是研究问题与表达的方法，而非学者应研究的哲学、逻辑和辩证法。
西方修辞学发展到 19 世纪，完成了它古典修辞学的发展，进入到 20 世纪当代修辞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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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新修辞学阶段。然而，关于真理的争论远没有停止。甚至可以说，正是
这种争论导致了新修辞学的诞生。
欧洲进入 17 世纪，笛卡尔的现代哲学受到吹捧，科学与理性的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进

入 20 世纪，随着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标准衡量一切事物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盛行，人们普遍认为

一切有意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得到实验检验，获得确定答案。然而，正如刘亚猛
（2008：284）指出的那样，西方世界在自认为已进入科学与理性时代之后，接连发生的两次世

界大战将亿万生命毁于一旦，残酷的事实使人们对科学思维方法能否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社

会和道德问题产生疑问。西方思想学术界也开始从对科学理性不加分析的盲目信仰中醒悟过
来，各种“反体制”理论于 20 世纪中叶开始风起云涌，对三百年来一直在西方保持统治地位的
现代主义智力发起冲击，并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汇集为新的主流意识。在这一时期，人们对
所谓的知识、真理等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哲学与修辞的边界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以
致修辞学界打出了“修辞就是哲学”的口号。“新修辞学”就是西方修辞学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
潮对真理再认识基础上的发展。

二、新修辞学的诞生与落地

1.新修辞学的诞生及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系

关于新修辞学的起源，温科学（2006：35）认为是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或是 50 年代的冷

战时期。同时，他也认为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修辞学研究引起多学科的关注，出现了一场革命
性的变化，新观点、新思想、新批评层出不穷，西方修辞学才进入新修辞学的运动之中。刘亚猛
（2008）也有类似的观点，但他对新修辞学起源的观察更为具体。在论及创建“新修辞”的努力
有所突破时，刘亚猛（2008：315）提及了 1968 年发生的三件事情：1）“美洲修辞学会”正式成立
并开始出版《修辞学会季刊》；2）得到官方和民间基金组织广泛赞助的“全美修辞学发展项目”
正式启动；3）以探讨和建设当代修辞理论为己任的《哲学与修辞学》创刊。除此之外，他还提及
了 1970 年在美国举行的两场研讨会以及 1971 年以《修辞学的前景》为名出版的一本论文集。
我们认为，这些学术活动和纲领性文件标志着西方修辞学迈进“新修辞学”这样一个全新发展
阶段。
新修辞学在理论上强调修辞的认识性。正如温科学（2006：37）指出的那样，新修辞学通过

对修辞学与认识论关系的讨论使当代修辞学从狭义的劝说研究转向广义的对一切话语的研

究。在新修辞学看来，历来被哲学认为具有绝对性的真理不再是形而上学思辨的产物，而是相
对的、通过修辞的方式被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修辞一直被认为是演说和写作的附加物或添
加剂的观点得到了修正。不仅如此，新修辞学提出“人类是修辞动物”的观点，认为修辞不仅是
人类交往中固有的东西，而且活跃和制约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知识与现实的产生。换
言之，交际与修辞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主体交互（intersubjectivity）的过程，即交际的主体通过

修辞过程达到对某一问题的共识。新修辞学这些关于“修辞即认识”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弥合
了历史上修辞学与哲学的分离，不仅使其置身于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背景之中并从中汲取养

分，而且使得许多当代哲学家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修辞学，认为哲学研究离不开修辞。如果说亚
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第一次把修辞与哲学联系到一起，那么，新修辞学则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

修辞学与哲学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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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对修辞感兴趣的哲学家中，福柯和德里达值得一提。田海龙（2009：42-47）讨论了
福柯有关话语与知识建构的研究，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福柯话语理论

对新修辞学的贡献。温科学（2006：38）也指出福柯的话语理论与新修辞学的联系。福柯认为，
知识是由话语生成的，而话语又必定是一种手段，是通过对知识的运用来控制社会实践并保

存习惯势力的手段。福柯的这些观点与新修辞学强调修辞制约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观点一脉相
承。关于德里达对新修辞学的贡献，温科学（2011：38）提到德里达坚定地认为语言并不是记录
先它而存在的知识；而邓志勇（2011：80-85）则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实证主

义以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可以肯定的说，福柯和德里达关于语言与知识的论述为新修
辞学的语言思想提供了充分的营养。他们的哲学思想冲破了笛卡尔等现代主义哲学家将知识
视作恒定、普适和超然信息的藩篱，把话语、语言以及修辞看作是形成知识的手段，是社会主
体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些“反体制”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把修辞推向了哲学研究的中
心，并使得研究修辞的意识在人文科学各领域迅速蔓延和蓬勃发展，形成一种继哲学的语言

转向之后的“修辞转向”（刘亚猛 2008：292）。
福柯和德里达的理论一般被认为属于哲学而非修辞学的范畴，但是，在哲学和修辞学的

争论中，“他们实际上是站在捍卫修辞学这一边的”（温科学 2006：38）。不仅如此，作为后现代
主义思想的代表，福柯和德里达对话语及语言在知识形成和社会交往中的作用的强调不仅捍

卫了修辞学，而且为修辞学的重生和新修辞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源泉。正是在对欧洲 17 世纪
以来盛行的现代主义“理性与科学”的反叛背景下，20 世纪西方修辞学得以重振旗鼓，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完全有理由相信后现代主义思想是新修辞学运动的思想和
理论基础。

2.新修辞学的落地及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

纵观修辞与哲学关于真理、知识等问题的长期争论，可以认为新修辞学是这种争论在后
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因而是一个“新兴跨学科领域”（刘亚猛 2008：316），它不仅有自
己的理论宗旨，而且有自己的出版阵地、专业组织和研究生培养基地。然而，新修辞学在实现
其远大抱负的同时也承载了许多缺憾。根据刘亚猛（2008：315-321）对新修辞运动成败得失的
讨论，新修辞学的缺憾主要表现在：1）其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发展不协调；2）新修辞特色研究

具有局限性；3）新修辞缺失主体性；4）新修辞的跨学科本质属性与其学科身份之间也有冲突。
这些缺陷，归根到底，主要体现在其理论建设层面。
自 1970 年新修辞学诞生以来，其理论发展可以说步履蹒跚，没有产生值得称道的理论建

树。作为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伯克和帕尔曼（Perelman）的主要著作也都出版于 20 世纪 60 年
代以前。他们的修辞理论为新修辞学奠定了基础，但是在他们之后，新修辞学科的理论探索除
少数例外，基本上都是对源于古典修辞以及文化研究、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
等现代学科的观点与视角的“应用性引申及阐释”，体现于新修辞特色研究的“理论兴趣往往
比较狭隘，其观念基础也常常经不起推敲。”（刘亚猛 2008：317）
新修辞学理论建设方面遭遇的问题引起新修辞学者的反思，以至于一些学者发出使修辞

回归老传统的声音，将修辞回到以帮助修辞者构思和发表富有说服力的演说范围之内。但是，
这又与新修辞试图将其思考范围和研究视野扩展到整个话语实践领域的抱负形成冲突。不仅
如此，理论建树的匮乏也使新修辞摆脱不了对强势学科的依附和对古典修辞的依赖。鉴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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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局面，难怪有学者感叹：“修辞学科连提升自身理论建设水平都有困难，遑论向其他学科
提供用以解读和分析修辞现象的权威理论资源。”（刘亚猛 2008：319）
进一步讨论新修辞学理论建树的不足不是本文的目的。相反，指出其理论建树的不足恰

恰是要说明新修辞学的重心不是“向上”发展新的理论，而是“向下”开展具体实用的研究。艾
森哈特与约翰斯通（Eisenhart & Johnstone 2008，2014）也注意到新修辞学这种从问题出发、
“自下而上”进行系统地探索的研究倾向，指出新修辞学从具体的、实际应用的文章和谈话出
发，而不是从抽象的话语模式出发；新修辞学重视由语境所约束的各种资源，而不是本末倒

置，从理论出发去寻找支撑这种理论的证据（Eisenhart & Johnstone 2008：3）。实际上，许多修
辞学家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揭示演讲的策略和主体的动机方面。这些“俯身向下”、“接地
气”的研究使新修辞学稳稳落地，扎扎实实地植根于具体的个案研究之中，在为新修辞学作出
贡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起。
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话语分析流派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但

是它的兴起却是和新修辞学同处人类思想史的一个发展阶段。当新修辞学在美国形成一个学
科的时候，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一些语言学家也在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揭露在社会中

存在的种族歧视和各种不平等现象，以致形成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语言学流派。根
据田海龙（2006）的研究，批评话语分析经历了批评语言学（1979-1989）的前期发展阶段，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形成。与新修辞学一样，批评话语分析的形成也有一些标志性成果，
如 1989 年出版的费尔克劳的《语言与权力》和沃达克的《语言、权力及意识形态》，1990 年范代
克创刊的《话语与社会》杂志，以及后来成为批评话语分析大家的范代克、沃达克、菲尔克劳、
克瑞斯、范柳文等人 1991 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除此之外，1992 年出版的费
尔克劳的《话语与社会变革》以及 1993 年出版的《话语与社会》杂志的“批评话语分析”专刊，
都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体系形成的角度来看，新修辞学诞生于 1968-1971 年，批评话语分析形成于 1989-1993

年，即使将批评话语分析的形成追溯到 1979 年的批评语言学，它的形成也晚于新修辞学 10

年之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二者同处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反叛大潮之中。
而且，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还有着实在的或潜在的结合点。
1）跨学科特征 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跨学科的特征方面有着实实在在共同点。首

先，二者的理论基础都来自后现代主义哲学。关于新修辞学的理论源泉，刘亚猛（2008：
292-293）曾指出，使 20 世纪“新修辞学”获得其理论形态的学者几乎没有一个具有修辞学科
正式成员的身份，而是那些出身于文学批评、法学、哲学、社会学等非修辞学科但又具有超越
某一具体学科的开阔视野、不以修辞学家自命的“杂家”。刘亚猛（2008：321）曾经以伯克为例
进行说明，指出伯克“从来都是以杂家的身份，从一个跨学科的视角探讨所关心的问题。他的
思想不管是被称为‘文学批评’还是‘修辞理论’，都是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历
史学、新闻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的融汇和综合。”在这一点上，批评话语分析与新修
辞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批评话语分析不仅借助语言学理论，而且从社会科学汲取营养，包
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拉克劳和墨菲、巴赫金等的理论（参见田海龙 2009：41-51，2014：
43-46）。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性还体现在它的研究方法、研究团队和研究课题等多个方面。
不仅如此，跨学科性在批评话语分析中还被创造性地发展为“超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y）”，
意即一个学科的理论可以被运用到另一个学科的发展当中，而后一个学科则没有必要淹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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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学科当中（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Chiapello & Fairclough 2002）。
2）批评性特征 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特征直接而明显地体现在它的名称上面，它的倡导

者也公开宣称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社会实践话语层面的分析揭露社会中的不

平等，进而导致社会变革的发生。实际上，批评之于批评话语分析，意即“将文本中隐藏的意识
形态意义明朗化”，这与批评在新修辞学中的含义十分吻合。例如，伯克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
就是“试图找出人们在何种场合下为何做某事”（邓志勇 2011：54）。伯克将语言或象征行动看
作戏剧，并对人们语言运用（修辞）中的戏剧要素进行分析，以解释修辞者的动机、行动、象征
世界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批评这个特征上面，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都体现出它们对社
会问题的热切关注。批评话语分析对种族歧视话语的分析，以及新修辞学对女性和黑人修辞
的分析，都体现出两个领域的学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强烈责任意识。
3）语言分析特征 不论是新修辞学对修辞者动机的分析，还是批评话语分析对隐含在话

语实践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揭露，它们都十分注重通过语言学分析来达到研究

的目的。例如，伯克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就是在“通过对话语的戏剧性分析找出其背后隐藏的
修辞动机”（邓志勇 2011：166），而且这种分析有着操作性很强的分析步骤。根据邓志勇（2011：
168）的归纳，伯克的戏剧五要素分析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确定所研究的修辞行为涉及的诸

如作者、动作、场景、手段、目的这五个要素；第二，通过分析这五个要素组成的关系对子找出
主导因素；第三，从主导因素出发解构该话语的语篇构建，挖掘出其背后隐藏的修辞动机①。批
评话语分析也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分析步骤。例如，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费尔克劳提出
“关系－辩证”分析方法的五个步骤，并且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强调对语篇（即符号本身）的分析
应该包括：分析话语秩序的“结构分析”和分析互语问题和语言符号的“互动分析”。批评话语
分析另一位代表人物沃达克也提出“语篇－历史”分析的操作步骤：1）确定某一特定语篇的具
体内容和主题；2）研究语篇与语篇之间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3）对语体和文本实际运用

的意义进行分析②。

三、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共同关注

新修辞学没有“向上”发展出什么新的、值得称道的理论，但是它“向下”研究了许多具体
问题，而且在这些具体的研究案例中体现出重视对文本和谈话语言细节的详细分析。在这一
点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
分析在语言思想和研究课题两个方面有许多共同点。

1.共同的语言思想

在表 1 中（见下页），我们可以看到，新修辞学所持有的语言思想在表中列出的九个方面

都可以与批评话语分析产生共鸣。例如，修辞就是认识的思想，与批评话语分析将话语视为社
会实践（Fairclough 1992，2003）的思想一样，都认为人的语言活动是人们获得知识和参与活动

的手段，这一语言思想体现出二者对知识动态性、话语构建性等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高度认同，
使我们看到，在新修辞学强调真理在交际中产生的同时，批评话语分析也在强调社会事实在

话语实践中建构。
后现代主义思想在语言研究领域体现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思想的批判，并形成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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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义的一个分支，称为后结构主义（Baxter 2003：6）。这解释了新修辞学以后结构主义为基
础，实际上和批评话语分析以后现代主义思想为基础如出一撤，而二者都关注政治行为与知

识产生诸问题则可以在下面列举的二者关注的研究课题中可见一斑。李红满和王哲（2014）对
SSCI 数据库 2004-2013 年收录的西方修辞学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发现“政治”、“权力”两个词
“均属高频高中心度的关键词”，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兴趣点的重
合。除此之外，批评话语分析注重分析话语运用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也与在新修辞学对女性
与修辞、黑人与修辞以及修辞与政治的研究中关注意识形态问题（参见温科学 2006：90-92）有
所相同。这方面，最近的一个有参考意义的研究是邓志勇和崔淑珍（2013）提出的一个意识形
态修辞批评操作模式。另外，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话语批评”注重社会变革的实践性（赵芃、田
海龙 2008）相呼应，新修辞学的“修辞批评”试图通过对论辩双方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来消
除不平等关系的话语暴力，在这方面，荷兰学者范艾莫伦（van Eemeren）等提出的“批评性讨论
十戒”（参见刘亚猛 2008：309-311）很有代表性。
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都非常注重对文本和谈话的具体语言学分析，这就包括对文本

中的互联、互文及主体间性的分析。在这方面，二者都通过对文本语言层面的分析探究文本使
用者的目的及意图。除此之外，二者还特别注重对语言使用者（如传统修辞关注的演讲者和批
评话语分析关注的政治家）使用语言的策略研究，尽管新修辞学称为修辞策略，而批评话语分

析称之为话语策略。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已不局限
于文本，而是把有语言运用镶嵌其中的事件（不论是称作修辞事件还是话语事件）作为观察的

对象。例如，胡范铸等（2013）关于“新言语行为”的论述，认为修辞是一个包括我、你、他三方主
体、以及叙述、接受、核查、驱动四种话语角色活动的过程。在这方面，批评话语分析更是把研
究的对象扩展到围绕一个事件的一系列话语活动，如田海龙（2014：199-214）通过对政府征求

意见稿发布前后的一系列不同语体的分析。这样的分析比仅就一个文本的分析更能清楚地认
识话语在所研究事件中起到的作用。

2.相关的研究课题

就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课题而言，布鲁马特（Blommaert 2005：26-27）认为这些研究课题

集中在政治话语、意识形态、机构话语、身份研究和社会变革等方面。田海龙（2009：177-178）

表 1：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语言思想

新修辞学 批评话语分析

修辞即认识 话语即社会实践

真理在交际中产生 现实由话语建构

以后结构主义为思想基础 以后现代主义为思想基础

关注政治行为与知识产生 关注政治行为与知识产生

关注意识形态和权力问题 关注意识形态和权力问题

开展修辞批评 开展话语批评

主题互联／互文性 主体间性

修辞策略 话语策略

修辞事件 话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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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对《话语与社会》2006 年全年发表的 28 篇论文进行归纳，发现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课题
大致涉及性别研究、媒体研究、政治研究、权力研究、社会生活以及具体国家的问题研究等方
面。可见，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课题一般涉及政治、机构、媒体、社会、性别等方面的话语实践，
以及这些话语实践中体现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新修辞学的研究不再像传统修辞学那样重视演讲和辩论的精细构思、绚丽风格和逻辑推

理，而是追求通过修辞来揭示社会、认识真理，进而赋予修辞手段以认识和构建的功能，如认
为风格具有建构的特性而非仅仅是修饰，以及隐喻具有创造知识的作用而非仅仅是一个事物

的别名。在媒体话语分析方面，邓志勇和胡敏对《时代周刊》和《经济学人》刊发的对 2008 年 3
月 14 日发生在我国拉萨的一系列打、砸、抢、烧等严重犯罪事件的报道进行对比分析，发现
《时代周刊》的报道偏离事实，而《经济学人》的报道更侧重于对事件发动者具体行为的描述
（见邓志勇 2011：165-179）。这个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对媒体新闻报道的许多研究一样，关注
媒体报道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意义，以及媒体报道的动机。所不同的是，这个研究运用的分析方
法不是批评话语分析经常使用的系统功能语法，而是新修辞学代表人物伯克所创始的戏剧主

义修辞批评的戏剧五要素分析法。
实际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已成为新修辞学的一种特征。许多修辞学者遵循“修辞即是认

识”的信条，通过分析政治话语、媒体话语以及各类话语中的修辞来认识社会、揭示那些隐含
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在这方面瑞提瓦（Ritivoi 2008）对文体的变动和变化如何建构政治主
体和政治活动的讨论值得一提。瑞提瓦探索了在冷战时期一个流亡的所谓罗马尼亚政府首脑
如何运用微观修辞策略（传统上被认为是文体选择）来创造一个政治合法性的氛围。她的分析
显示出这个首脑给美国政府代表写的信如何策略地运用动词的及物性传递坚定的态度与自

信，以及如何策略地运用语言的情态系统来描绘罗马尼亚避难者在他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她
（Ritivoi 2008：54）指出，这个流亡政府首脑之所以能够使美国政府对他的这个流亡政府关注

20 年，不仅是因为这个首脑具有吸收美国意识形态的能力，而且是因为他策略地把他的这个

能力应用于话语实践上面。

四、结 语

批评话语分析借助语言学分析方法，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揭示政治话语和媒体话语中

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尽管这使修辞学的观察视野不再局限在辞格和风格的传统之内
（Ritivoi 2008），进而体现为批评话语分析对修辞学的贡献，但也有学者（如 Fairclough 2014）

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对政治话语的研究也需要借用传统修辞学的分析工具，侧重分析那些具体

的论证和推理。毋庸置疑，批评话语分析与新修辞学都重视对社会生活中实际运用的话语进
行具体、详细的分析，都试图通过这种“扎根”的文本分析探究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
系，这确实开启了继 20 世纪结构主义主流语言学之后语言研究的又一个新时代。与美洲大陆
其他语言学流派（如互动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一道，源自欧洲的批评话语分析，连同构成
其产生沃土的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的语言哲学，共同形成了世界性的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
语言学研究新纪元。这里对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讨论，或许会对我们认识这一点有所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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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关于戏剧五要素分析法的详解及应用案例，可参阅邓志勇（2011：169-179）。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②关于费尔克劳的“关系－辩证”方法的详解和应用案例可参见田海龙（2009：140-152）；关于沃达克的“语
篇－历史”分析方法的详解和应用案例可参见田海龙（2009：15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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